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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话语赋权下的边缘抗争

———基于一个艾滋病论坛的话语分析

胡雨濛

摘　 要： 新媒体改变了话语控制的图景， 赋予边缘群体和弱势者言说自我的权利。 通过对一个艾滋病

论坛帖子的话语分析， 研究身负艾滋污名的个体如何策略性地进行话语抗争。 研究发现， 边缘群体并没有

对主流话语所加诸的污名逆来顺受， 但他们也很少进行旗帜鲜明的维权抗争； 相反， 他们通过微小的、 甚

至诗意的话语抗争来试图消解污名。 关于艾滋病的在线话语抗争至少包含四种策略： 用 “慢性病” 替代

“瘟疫” 或 “传染病” 的命名， 试图建构不带道德色彩的艾滋病知识体系； 将患病编织于命定逻辑中， 弱

化自己的行为责任， 回避可能蒙受的道德指责； 强调 “性乱” 的亚文化特征， 认为性自由是人性自由的一

种形式； 为 “同性恋” 正名， 以 “爱” 为线索， 以 “宽容” 为口号， 建构符合同性恋群体利益的感染

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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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谈及艾滋病时， 往往跳出医学框架， 而在一个充满政治和文化意味的生活世

界中。 艾滋病被赋予了很多带有价值判断的意涵， 其相关群体也常常被诸种话语所污名。 戈夫曼将污

名定义为 “受损的身份” 体验： 使人感到羞辱的特征或属性， 如身体上的缺陷、 品质的污点， 或者是

不受欢迎群体的成员资格。［１］就健康领域而言， 污名化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几乎所有的疾病都要负载不

同程度的污名。 医学不断发展， 并没有消除与疾病相关的污名。 从鬼祟附体、 神灵惩罚到道德败坏，
人们变换着对麻风病、 精神疾病、 性病等疾病的表述与阐释。

经验地看， 几乎所有的疾病都会伴随一定程度的污名， 但艾滋病被污名的情况尤甚。 以下四个条件

被认为是导致疾病高污名的原因： 疾病的产生被认为是患者的责任、 疾病难以治愈甚至致死、 疾病具

有可传染性、 疾病的症状能引起人们的厌恶和反感。 这四个条件仿佛就是为艾滋病专门设置一样， 无

怪乎它在出现之初就与污名和歧视息息相关， 从未消减。
ＨＩＶ 是通过特定的社会文化行为传播的， 包括无安全措施的性行为、 吸毒者共用注射器、 无卫生保

障的卖血和输血、 ＨＩＶ 阳性妇女的生产和哺乳中的垂直传播等。 由此， 艾滋病这一讯息的符号意义是和

性关系错乱、 同性恋以及吸毒这些 “不道德行为” 密不可分的。 追根究底， 对艾滋病道德指责的意义

在于否认与艾滋病相关的生活方式； 性乱、 同性恋等价值取向， 是难以为传统文化所包容和认可的。
因此社会中还有不少人将艾滋病当作一种天谴、 瘟疫， 视为肮脏和羞耻的象征。

那么， 感染者对这种污名的情况是逆来顺受的吗？ 他们有权利进行 “去污名” 的抗争吗？ 在传统

的语境下， 希望非常渺茫。 因为感染者在现实生活中会隐藏自己的病情， 我们的社会很少赋予他们

“自我表述” 的渠道， 他们的声音为诸种话语所遮蔽； 他们的故事为国家防控体系下的疫情报告所替

代， 他们的抗争诉求为道德审判所抹杀。 即使在主流媒体中出现了 “说话” 的感染者， 他们往往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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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感激涕零或现身说法的角色， 其话语依然是被主流框架筛选， 被意识形态规训的。
直到网络的出现， 改变了这种话语控制的图景， 感染者得到了自我表述的赋权。 “知艾家园” （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１２０ｘ􀆰 ｎｅｔ ／ ） 是一个关于艾滋病交流的论坛， 诸多 ＨＩＶ 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在其中既倾诉极

为私人的患病故事， 又将艾滋病作为一项公共社会议题进行讨论。 德塞图试图用日常生活实践理论来

“阐述庶民大众沉默抵抗的生活诗学” ［２］ 。 他相信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言谈的力量， 并将之作为一种足

以改变日常生活本身的微政治。 人们在规训网络之中并非毫无抵抗能力： 文化霸权者用 “战略” 宰制

意识形态， “一般人” 则用 “战术” ———如言说、 阅读、 行走、 购物、 烹饪等———伺机而动， 在强者掌

管的空间中迂回地渗入权力。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 “语言和文化是生活世界的基本因素” ［３］ ， 生活世界是一种由文化传播和语

言组织起来的解释性范式的贮存。 德塞图认为叙事是一种 “说的艺术”， “当普通人变成叙述者的时候，
当他确定了话语的场所以及话语展开的空间的时候， 文化的临近便开始了。” ［４］ 本文的目的， 就是通过

对 “知艾家园” 这样一个网络论坛的民族志研究， 包括对论坛帖子的文本和话语分析， 探讨这些身负

污名的个体如何策略性地进行话语抗争， 努力逃离道德漩涡。

一、 慢性病命名

命名是认识世界的开端。 将一种疾病命名， 表明了社会对其的基本认知和分类。 艾滋病在发现之初

曾被美国 ＣＤＣ 命名为 ＧＩＤＳ （Ｇａｙ Ｉｍｍｕｎ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综合征）， 大概因为起

先的几例艾滋病都发生在男同性恋的身上， 在统计学上男同性恋与罹患此病呈现高度的相关性。 随着

异性恋者病例的出现及共用注射器、 输血、 母婴传播途径的发现， 这一疾病的名称才被修正为 ＡＩＤＳ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Ｉｍｍｕｎ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确切地说， 将 ＡＩＤＳ 译为 “艾滋

病” ———尤其是早年间译作 “爱滋病” ———本身就附加了一些社会寓意： 这是一种因 “爱” 滋生的病，
性行为是其罪魁祸首。

早些年， 包括媒体在内的主流话语常用 “瘟疫” 来指称艾滋病， 这一命名时至今日仍然甚嚣尘上。
瘟疫， 既包含了大范围传播并致死的趋势， 又象征了道德的毁灭和毒害———在 “工具” 和 “符号” 双

重意义上将一种疾病妖魔化与污名化。 艾滋病曾被认为是 “同性恋瘟疫”， 但是自从人们认识到所谓的

“同性恋瘟疫” 并非只侵袭同性恋者时， 瘟疫之名更是愈演愈烈， 对疾病的恐慌盘桓在全社会的上空。
人们立刻联想到过去那些令人胆颤和厌恶的流行病： 霍乱、 麻风、 黑死病等。

随着时间推移， 人们逐渐发现艾滋病并不会像瘟疫那样威力十足， 至少， 它是可防可控的。 但不可

否认， 它是一种 “传染病”， 其传染性足以让人人自危。 人们谈艾色变， 惧艾如虎， “工具污名” 仍然

不可消减。 不管是 “瘟疫” 之名还是 “传染病” 之名， 艾滋病感染者都发现主流社会加诸其上的疾病

命名不利于自己带病生存并重新融入社会生活， 所以他们试图重新命名和界定 “艾滋病”， 改变旧话

语， 创造新话语， 从而争夺话语边界。 例如， 有一位感染者 Ｇ∗∗６ 在论坛中反思和表达了 “艾滋” 这

一疾病命名所附带的负面寓意：
“艾滋病” 一向带着对患者的贬低和歧视。 “艾滋” 两字令患者强烈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

贬义和歧视， 羞辱感和自卑感一直困扰着众多病人和感染者。 几年前， 就已经有专家呼吁对诸

如 “红斑狼疮”、 “脑梗死”、 “老年痴呆症” 等难听的疾病改名。 如何给棘手的疾病改名？ 不

但需要有科学的智慧， 更需要有一颗对患者的爱心。 （Ｇ∗∗６）
文本是经过修辞组织而成的， 而且可以提供关于世界的竞争性观点。 语言的正当性并不在于它的

真实性， 而只在于它具备用新的方式言说旧言语的能力。 在 “知艾家园” 中， 很多感染者都不约而同

地将艾滋病定性为 “慢性病”， 努力言说艾滋病的慢性病特征， 弱化其他特性， 以形成新的、 利于自己

的艾滋病知识体系。
我并不恐怖艾滋病， 它只是一种慢性病， 隐藏在我的体内罢了。 我正常地过着我的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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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上班、 生活、 恋爱、 交友、 走亲戚、 逛街、 追求时尚。 我就是这样继续活着， 跟以前不同

的是， 我每天早上 ９ 点和晚上 ９ 点各吃一组药丸， 仅此而已！ （ ｓ∗∗ｎ）
艾滋病就是个慢性病， 只要坚持治疗， 按时服药， 是能活很久的， 像那些乙肝、 糖尿病什

么的， 也是治不好的慢性病， 也要终生服药。 （陕∗∗子）
现在这病已经和糖尿病一样了。 多休息， 提高免疫力， 注意 ｃｄ４， 到了吃药的阶段一定要

吃药， 只要保持 ｃｄ４ 在 ３００ 以上， 就永远和健康人没区别的。 （彩∗∗组）
“慢性病” 话语的命名和言说， 刻意忽略的是其传染性和与越轨行为的相关性。 借此， 感染者希望

将其建构成为一种类似于糖尿病的疾病： 没有道德污名， 没有传染风险， 只要注意日常生活保养并遵

医嘱就无异于健康群体。
事实上， 艾滋病的确并不像人们担忧的那样大范围蔓延， ＨＩＶ 感染者也并未如他们所预料的那样迅

速死亡。 一方面， ＨＩＶ 的传播具有局限性， 另一方面， 临床上已经有了一些控制病毒的方法。 这为慢性

病的命名提供了相当大的说服力。
以慢性病来命名艾滋病： 对感染者而言需要确立 “带病生存” 的乐观信念； 对非感染者而言需要

适应与感染者长期相处的模式； 社会则须为对付这种疾病制定长期的策略， 包括为艾滋病患者提供医

疗保健和社会支持。
当艾滋病的解释框架从 “瘟疫” 转变为 “传染病” 再渐渐发展为 “慢性病” 时， 其所承载的符号

污名和工具污名逐渐消减。 在慢性病的框架中， 重点考虑的是包含而不是消除。 一旦这种命名的言说

成功地占据上风， 感染者的生活境遇将得到极大的改善。

二、 命定叙事

叙事是一个解构以及归因疾病的强大工具。 在 “知艾家园” 中， 感染者常常将患病编织于一个命

定的逻辑中， 用 “天注定” 来解释自己感染的结果， 以此弱化自己的行为责任， 回避可能蒙受的道德

指责。
头几天才去了几个朋友。 一个是去灾区被掉下来的石头砸死了； 还有一个战友过年因为喝

酒离开了我们。 生命充满了偶然。 我不怪任何人， 我的命运安排我会感染艾滋， 我认了。 这就

是命运， 天注定的。 （ｗ∗∗３）
这条帖子叙述了几位朋友的意外去世， 由此将感染 ＨＩＶ 类比为生命中的偶然， 仿佛一切只能归咎

于命运， 个人在其中完全无能为力， 也没有过错。 既然命运都是天命决定的， 那么生命中的荣辱、 福

祸都是不可抗拒的， 感染 ＨＩＶ 也是一件早已由上天安排和注定好的事情。
研究表明， 对于命运的观念受到文化的显著影响， 在西方崇尚个人奋斗的个体主义文化背景中， 个

人更倾向于相信自己的努力可以战胜命运； 而在东方文化背景下， 个体更倾向于相信命运对人生的掌

控力。［５］Ｚｈａｎｇ 和 Ｄｉｎｇ 通过对一个美国艾滋病论坛和一个中国艾滋病论坛中帖子的叙事研究发现， 美国

论坛的帖子更多强调个人的责任， 而中国论坛的帖子则往往以天命来解释感染。［６］

中国古代哲学把天当作神， 天能决定人类的命运。 天命最初的意思是天子承袭上天之命。 在中国历

史上， 从一个朝代到另一个朝代的过渡常常被用 “天命” 这样的修辞使之合法化。
天命是一种人们解释并使生活中的改变合理化的终极借口。 遇到天灾人祸时， 人们往往说： 这就是

“命”。 人们试图将所有事情的发生都归结为是命运的安排。 因此， 当感染者用命定叙事时， 就意味着

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无法控制也无须负责。
《论语·颜渊》 中有言 “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 天命也常与遗憾一起使用。 在很大程度上， 它是

运用最广的自我安慰和平复情绪的工具。 当感染者告诉自己或劝慰其他的病友 “这都是命运的安排”
的时候， 他们便不再对 “为什么是我” 耿耿于怀， 也能对 “自作孽” 的悔恨多一些释怀。

在这个主题下， 人们常常使用这样一个词语： “鬼使神差”， 指的是在邪恶的力量的驱使下， 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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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犯了 “错误”。
我喝多了， 想到了与我分手的女友， 心里很懊恼， 然后我鬼使神差地出去找小姐。 做完后

她跟我说， 她有艾滋病， 她已经是个废人了。 我酒醒了好后悔， 这就是命吧。 真的是鬼使神

差， 完全不受控制地去了那种地方。 （后∗∗３）
这条帖子反复强调了 “鬼使神差” 和 “不受控制”。 因为犯错是受鬼神引诱， 因此是值得原谅的，

无可厚非的。 在一定程度上， 这一主题不论从个人还是社会层面而言都离开了道德的考虑。

三、 性乱何错？
“性” 是人类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核心命题之一。 所谓 “万恶淫为首”， 在中国性乱被一度视为对

传统道德文明最恶劣的悖离。 桑塔格说过： “艾滋病的性传播途径， 比其他传播途径蒙受着更严厉的指

责。” ［７］ＨＩＶ 的性传播渠道， 使感染者和相关人群蒙受百般羞耻。 同为疾病， 凡经过呼吸道或消化道传

播的疾病总显得比经过性渠道传播的 “下半身疾病” 光彩得多， 病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健康人寻求同

情和慰问。
现代社会， 国人似乎已经可以正常地看待和谈论 “性”， 那么在世俗的眼光中， 性乱之错在于

“乱”。 “乱” 意味着性关系已经形成一种链条， 不仅联结着现时交媾的双方， 还与双方过去的和将来的

性伙伴都联结在性网络中。 Ｌａｕｍａｎｎ 等人提出 “性的社会网络理论”， 认为具有多个性伴侣关系的个体

们， 实际上是被他们的人际性行为给网络化地组织起来了。 而有一些 “桥梁人群”， 正是连接了几个

“性的网状实体”， 使网络系统更为庞大， 也更加危险。［８］通俗地说， 一旦做爱， 且只要有一方曾经有其

他性伴， 个体就已经 “上网” 了。
在性乱实践中， 卖淫与嫖娼蒙受了最大的舆论攻击和道德蔑视。 传统的性行为评价体系认为， 受祝

福的性行为应该是婚内的、 一夫一妻的、 生殖性的、 非商业性的。 显然卖淫与嫖娼绝非传统意义所认

定的美好的性， 受此波及， 即使是不带金钱交易的性乱也逃不开舆论的漩涡。 而对于性工作者而言，
当 “艾滋病高危人群” 这样一个身份加诸其上时， 意味着他们一旦感染， 属于咎由自取。 性工作者把

自己置身于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之中， 他们的行为不仅不健康， 还是 “放纵”， 甚至是 “犯罪”。
自从艾滋病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里之后， 艾滋病就和性道德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 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的中国报纸常将之作为嘲讽西方社会的性解放的证据。 《人民日报》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 １９ 日的 《艾滋

病， 由爱滋生吗》 一文说： 如果说艾滋病确是一种文化， 毋宁说得确切些， 是病态的文化和文化的癌

症。 它是与西方后工业社会同步到来的性病， 是一朵爱情贬值的恶之花。 艾滋病以一种红牌警告的方

式告诫说： “今天的问题已经不是弗洛伊德时代的性压抑， 恰恰相反， 性的泛滥倒是以爱的压抑作为其

昂贵的代价。”
面对性道德的指责， 有的感染者悔罪自新， 有的论坛成员却试图通过话语叙述证明性乱无错， 至少

可以被原谅。 与主流文化相比， 性乱应该算一种亚文化， 它悖离了正统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规范， 纵容

性自由与本能， 反对性压抑。
在一些论坛成员看来， 性乱没有违背道德本身， 因为与他人发生性关系是你情我愿， 对别人未造成

伤害， 也是正常欲望的发泄。
肯定有人想说我是活该， 可是我真的有错吗？ 我没害过一个人， 没用下流手段骗女人上

床， 没去碰那些单纯的女孩。 （３∗∗１）
难道说， 一次去找小姐得了大病我就不是人了吗？ 谁错了都有一定原因， 起码他符合了一

个人该有的欲望， 是他忽略了安全。 （ｗ∗∗３）
性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存在方式。 性的观念和制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历程， 从服务于生育

到稳定家庭关系， 再到满足个体需求， 性观念呈现出逐渐开放和日益多元化的倾向。 性观念的变化引

发了性行为的改变， 随之导致性关系的复杂化。 论坛成员认为自己因为性传播途径而感染艾滋病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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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义上的缺陷， 在他们看来商业性行为———通俗地讲就是 “找小姐” ———只是一种性器官的商品化交

易， 一方付出金钱得到性满足， 另一方付出肉体获得金钱， 无关情感与人伦。
其他一些论坛成员认为性乱是对当前个人处境和社会环境的一种调节与适应。

我是个刚毕业踏上社会不足一年的学生。 由于摆脱了家里的束缚， 在单位的宿舍里生活，
又没有女朋友， 多少想出去找点乐子， 本来无可厚非。 你看看中国的农民工有 １－２ 亿， 他们

在外打工缺乏必要的性发泄途径。 所以找小姐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件事情， 其实找小姐本身没

错， 食色性也嘛。 （ｂ∗∗ｎ）
不管是学生也好农民工也罢， 因为摆脱了家庭的束缚， 又因为身边没有固定的性伴侣， 缺乏必要的

性发泄途径， 所以在一些论坛成员看来， 嫖娼 “无可厚非”、 “本身没有错”， 毕竟 “食色性也”。 在这

样的话语建构下， 性乱显得合德、 合理甚至合法了。
人本主义理论把性自由视为人性自由的一种形式。 所以部分论坛成员不仅不以性乱为错， 反而将

其宣扬为一种潇洒肆意的生活态度。
我是一个贪玩的人， 活的时间长短于我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 活得精彩灿烂才是我的目

的。 我宁愿用老去的二十年时光来换年轻时一年时光， 因为年轻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可以

玩自己想玩的东西， 随心所欲， 精彩飞扬！ （担∗∗死）
在这条帖子的话语建构中， 性乱成为了活得精彩灿烂、 随心所欲的一种渠道， 成为年轻的象征。 所

以， 发帖人认为因性乱而感染 ＨＩＶ 是自己对人生方式的选择——— “用老去的二十年时光来换年轻时一

年时光”， 无关道德， 也毋需悔恨。
还有一些人本着 “法不责众” 的观念， 试图以统计意义上的 “性乱人数之多”、 “范围之广” 来洗

清性行为感染的污名。
优秀的男人嫖娼， 女性朋友们， 你们想得通吗？ 不管你们想得通也好， 想不通也好， 这就

是我们的社会现实！ 上到达官显贵， 下到黎民百性， 从官员、 厂长、 经理， 到货车驾驶员、 修

单车的、 打工仔， 甚至拾破烂的， 各有各的层次， 各有各的玩法。 （大∗∗哥）
我听防疫站的科长说现在得这种病的人真的很多， 有很有钱的老板， 有干部、 老师、 学

生、 小孩子， 什么样的人都有。 不一定说得了这种病的人一定就是坏人。 （爱∗∗妃）
在这些表述中， 嫖娼成为一个社会的普遍现象， 涉足性乱亚文化圈的已不纯粹是传统观念中堕落

的社会渣滓， 还包括社会各阶层的某些人。 他们列举了一系列传统意义上的成功人士和风骨之辈， 如

官员、 经理、 老师之流， 以证明 “得这种病不一定就是坏人”。

四、 同性恋何辜？
“如果 Ｄｕｇａｓ 不是同性恋者， 也许艾滋病疫情最初就不会在同性恋人群中爆发了。” 几十年过去了，

研究艾滋病的医学专家还在念叨。 他们念念不忘的 Ｄｕｇａｓ， 有全世界 “００１ 号艾滋病患者” 之称。 由于

报告的病例最初大多集中在男同性恋人群， 艾滋病一度被描述为 “同性恋瘟疫”。 统计学上的高度相关

性导致了 ＧＩＤＳ （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病） 这一名称， 由此把此疾病与同性恋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
即便如今， 男同性恋依旧无法摆脱艾滋病的 “源头人群” 和 “高危人群” 的标签。 一方面， 同性

恋群体由于缺乏社会的认可和法律的保障， 往往比异性恋人群更容易拥有多个性伴侣， 增加了感染机

会； 另一方面， 不安全的性交方式也是造成病毒传播的一个重要因子， 男同性恋者之间的 “肛交” 行

为容易使被动方直肠黏膜破损， 从而提高了感染机率。
Ｂｕｔｌｅｒ 认为， 文化体制惯于把异性恋取向定义为 “正常”； 在这一思维下， 同性恋群体成为 “他

者”， 其性取向被定义为病态和偏差。［９］ 早期媒体报道涉及的艾滋病形象始终是有害的同性恋行为， 媒

体鼓励大家把艾滋病看成是应该疏远的和不会影响到 “我们” 的。 “大多数人的利益” 作为功利主义的

判断标准在生活世界里发挥了非常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异性恋者居绝对多数的社会中， 一切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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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标准都是按照异性恋的逻辑和利益建构起来的， 同性恋很自然地被主流话语当作 “异类”、 “变

态”、 “心理扭曲”。 在 “知艾家园” 中， 同为感染者， 异性恋者仍不免对同性恋感染者颇有微词， 心

怀歧视， 甚至不惜用狠毒的语言予以攻击。
看你长那样子就知道你是同了， 父母给了你一副男儿身， 何必呢？ （Ｔ∗∗ｐ）
国家为什么要用纳税人的钱给这些死基佬吃药。 （ ｒ∗∗ｌ）
同性恋行为可以说是兽行， 国家应该立法打击这些人群。 （５∗∗７）

不难看出， 在这些异性恋者的话语建构下， 同性恋是一种有违伦常 （ “父母给了你一副男儿身” ）、
有违道义 （ “用纳税人的钱给这些死基佬吃药” ）、 甚至有违法度 （ “国家应该立法打击这些人群” ）
的行为。 在他们看来， 同样为性传播渠道的感染， 同性恋性交传播要比性乱和嫖娼更为人不耻。

如果是找小姐感染的， 那么说你是个纯爷们， 要是搞男男肛交感染的， 真恶心。 （７∗∗０）
妻子把我的病情告诉了孩子， 但是隐瞒了我同志身份， 只告诉孩子我是在外找了小姐传染

了病。 （半∗∗世）
不管是态度的表述还是生活实践中， 都可看出部分异性恋者对同性恋群体的蔑视。 即使到万不得

已需要向特定对象公开自己的感染事实时， 人们也普遍更能接受嫖娼的传播途径， 而将同性恋的身份

讳莫如深。 他们甚至认为 “找小姐” 是 “纯爷们” 的表现， “肛交” 则 “令人恶心”， 借对嫖娼的美化

来进一步与同性恋群体之间划出一条先入为主的界限。
但是同时， 艾滋病话语并非总是压迫性的， 男同性恋者也在利用艾滋病话语运作自己的权力， 福柯

称之为 “补偿” 话语： “同性恋开始利用人们在医学上贬低它的用词和范畴来谈论自己， 要求人们承认

它的合法性或自然性。” ［１０］男同性恋也利用艾滋病话语来为自己获取资源， 凝聚更多的男同性恋者， 发

出自己的声音， 表达自己的思想， 争取正当的权利， 建构男同性恋的共同体。
网络作为一种交流平台对同性恋者的自我赋权和话语表述非常有益。 “知艾家园” 中的同性恋感染

者努力建构符合同性恋群体利益的感染叙事。 一方面， 他们常常把 “爱” 作为身份叙述的主旨， 强调

性关系之外的真挚情感， 与异性恋男女之间的感情没有差别。
大学毕业后， 去了境外继续读书。 在回来之前认识了我的他。 从我们最初认识的时候， 打

算在一起的时候， 恋爱到最火热的时候， 和男生女生的爱情没什么两样。 这是我一直想要的生

活， 想要的爱。 他对我很好， 也很爱我， 和我一起计划未来， 以后要如何过一辈子， 如果告诉

家里， 应该怎么面对， 所有的所有， 我们都考虑过， 这不是热恋的头脑冲动呵。
在我所知道的 ＧＡＹ 里， 很多人的爱情， 也只是简单地在一起， 吃吃喝喝爱爱， 在一起几

个月就分开， 或者有的吵一架就分开。 很多时候， 没有婚姻的承诺， 没有社会的认可， 感情变

得很脆弱。 （ｎ∗∗ｎ）
男同性恋者普遍不止有一个性伙伴。 这条帖子没有回避这个事实， 但却将这种现象归因于缺乏

“婚姻的承诺” 和 “社会的认可”， 而非同性恋者感情生活的混乱不洁。 在这名成员的叙述下， 他们的

爱情与 “男生女生的爱情没什么两样”， 他们有爱、 有对未来的憧憬， 这分明是一种浪漫的、 值得歌颂

的情感， 怎么会是龌龊的、 变态的性关系呢？ 同性恋者没有否认他们感染病毒的风险， 但始终强调的

是只要有宽容的社会环境， 爱与忠诚就能够战胜病毒。
性取向是先天形成的还是后天习得的， 似乎一直难有定论。 但无论如何， 绝大多数人现在都接受了

一个事实： 性取向是受到诸多生物因素和社会习俗的双重影响， 同性恋是很难随个人意愿而 “纠正”
的。 李银河认为： 同性恋现象是在人类历史上、 在各个文化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基本行为模式， 无论

是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 还是在茹毛饮血的原始部落。［１１］

作为一个 ｇａｙ， 并非我愿， 但既然走上了， 我也无法改变什么。 有时我会思考， 很多人生

本能的事物， 无论作为一个族群， 还是作为一个个体， 我们所能改变的又有多少？ 这就像去告

诉一个黑人， 你们这样的肤色是反人类的， 你们得改。 但他们又能改些什么呢？ 这既不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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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 也不是他们所能左右的。 （ｗ∗∗ｙ）
这条帖子表述了两层含义： 首先， 成为同性恋是个人无法选择和改变的事实， 正如肤色一般； 其

次， 仅仅因为差异的存在而歧视个体和族群是荒谬的。 既然如此， 就应该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与大多数

人不同的文化取向， 包括性取向。 差别不应该是排斥的理由， 生而如此更应该得到关爱而非蔑视。
其他一些论坛成员描述了一个有修养、 道德高尚的群体， 借群体素质来增加族群所能获得的社会

认同。
我认识的一些同志， 有较好的文化修养， 有正当的工作， 他们对感情专一、 并不性乱， 内心

单纯、 善良、 乐观。 只是因为世俗的偏见而锦衣夜行。 如果说道德， 他们并不差。 （ｍ∗∗２）
除了在性取向上他们与我们不同之外， 其余方面， 包括对日常事务的判断， 对社会对自然

的认识， 并无特异。 同性恋者中， 出过许多伟大的科学家、 艺术家、 文学家、 诗人， 和对人类

文化事业建树卓著、 热情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人士。 （玻∗∗樽）
对同性恋者的品质彰显包括几个方面： 一为对其判断与认知能力的认可； 二为对其道德的赞美， 包

括感情专一、 心性善良； 三为对他们个人成就的肯定， 他们 “有正当的工作”， “出过许多伟大的科学

家、 艺术家、 文学家、 诗人”。 只是 “因为世俗的偏见”， 大多数同性恋者 “锦衣夜行”， 难以获得其

应有的社会支持和主体地位。 不管是同性恋者的自我呼告， 还是支持这一群体的异性恋者的 “仗义执

言”， 这类话语都将同性恋从道德审判中解放出来， 将其作为一种自然的、 合德的文化现象。

五、 结 　 　 语

按照现代医学的观点， 艾滋病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侵入人体， 造成对 ＣＤ４ 细胞的侵蚀， 进而破坏

人体免疫系统， 导致各种复合感染的一种综合征。 然而在主流话语的建构下， 艾滋病却附带了更多意

味， 关于其传染性， 关于其与越轨有关的种种联想， 关于其对个体、 家庭和社会的污损。 艾滋病人和

感染者除了需要背负病毒带来的生理性困扰之外， 还要承担污名、 遭受排斥。
但是， 话语实践既能产生 “压制他者” 的权力， 也能为 “他者” 所用产生权力的抵制力量。 在感

染者得到说话赋权的网络空间里， 战术上的话语抵制仍然没有磨灭， 甚至无处不在； 感染者利用艾滋

病的 “补偿” 话语运作自己的权力， 进行符合自己利益的艾滋病叙事， 策略地利用 “慢性病” “命运”
“亚文化” 等话语进行斗争， 重塑艾滋病的话语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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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０， ９８ （５）， ７０２－７２０􀆰

［ ６］ Ｚｈａｎｇ， Ｊ􀆰 Ｗ􀆰 ＆ Ｄｉｎｇ， Ｈ􀆰 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ＨＩＶ ／ ＡＩ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

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４， ８ （８）， １４１５－１４３６􀆰

［７］ 桑塔格 􀆰 疾病的隐喻 ［Ｍ］ 􀆰 程巍译 􀆰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０３： １０２􀆰

［８］ Ｌａｕ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 􀆰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９］ Ｂｕｔｌｅｒ， Ｊ􀆰 Ｇｅｎｄｅｒ Ｔｒｏｕｂｌｅ：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Ｍ］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０􀆰

［１０］ 福柯 􀆰 性经验史 ［Ｍ］ 􀆰 佘碧平译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１３５􀆰

［１１］ 李银河 􀆰 同性恋亚文化 ［Ｍ］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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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ｇｉｎｇ ａｓ 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Ｆｉｅｌ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Ｇａｏ Ｓｈｕｋａｉ ＆ Ｓｕ Ｌｉｕ

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ｇｉｎｇ ａｓ 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ｆｉｅｌｄ．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 － ｂｌｏｇｇ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ｆｉｅｌｄ ｉ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ｐａｔｉｏ －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ｈａｐ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ｆｉｅｌｄ，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ｆｉｅｌｄ， ｗ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ａｎ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ｗｅ ｌｏｏｋ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ｅ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ｉｄｅ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ｆｉｅｌｄ ｆｏｒ ｍａｘｉｍｉｚ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ｎ ＡＩＤＳ Ｆｏｒｕｍ

Ｈｕ Ｙｕｍｅｎｇ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ｅｍｐｏｗｅｒｅｄ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ｔｏ ｅｘ⁃

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ａｎ ＡＩＤ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ｆｏｒｕｍ，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ｒｅｖｅａｌ ｈｏｗ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

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ｉｇｍａ ｏｆ ＡＩＤ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ｄｏ ｎｏｔ ｐａｓｓｉｖｅｌｙ

ａｃｃｅｐ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ｉｇｍａ， ｂｕｔ ｔｈｅｙ ａｌｓｏ ｒａｒｅｌｙ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ｔｈｅｙ ｏｆｔｅｎ ｔｒｙ ｔｏ ｄｉｓｐｅｌ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ｉｇｍａ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ｓｍａｌｌ， ｅｖｅｎ ｐｏｅｔｉｃ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ｆｏｕ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ｎａｍｅ ＡＩＤＳ ａｓ ａ “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ｓｔｅａｄ ｏｆ “ ｐｌａｇｕｅ” ｏｒ “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ＡＩＤ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ｗｅａｖｅ ｔｈｅ ｓｉｃｋ ｉｎｔｏ ａ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ｐｒｅ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ｏ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ｃｕｌｔｕｒ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 ｐｒｏｍｉｓｃｕｉｔｙ”， ｂ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ｔｈａｔ ｓｅｘｕａｌ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ｉｓ ａ ｆｏｒｍ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ｔｏ ｒｅｃ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ｃｏｎ⁃

ｃｅｐｔ ｏｆ “ ｈｏｍｏ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 ｌｏｖｅ”

ａｓ ａ ｃｌｕｅ ａｎｄ “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ａｓ ａ ｓｌｏｇａ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ａｎｇ Ｌｅｓｈｕｉ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ｇｏｎ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ｅｐｓ，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ｙ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Ｔｈｉｓ ｅｓｓａｙ ｍａｉｎｌｙ ｆｏ⁃

６５１


